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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滩涂生物修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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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随着海水富营养化加剧, 滩涂沉积物多项重要理化参数也随之恶化, 进而导致滩涂底

质生境退化,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为改善和恢复滩涂沉积物的生态环境, 国内外学者进

行了较多的生物境修复探索研究工作。作者概述了滩涂富营养化的现状及原因, 各种滩涂生物修复技

术的原理、特点及其修复效果, 分析了各类生境修复技术的优缺点。同时, 就滩涂生境修复技术在滩

涂修复和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今后的研究重点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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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沉积物作为海洋环境中氮、磷的重要源和

汇, 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修复失衡的海洋生态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1]。随着陆源氮、磷与海水养殖废水的

排放, 水体中氮、磷浓度急剧的上升, 其营养盐逐步

富集至沉积物, 造成了水体及沉积物都出现了富营

养化现象[2]。除陆源氮、磷的输入外, 过高密度的悬

浮性贝类增养殖也是引起滩涂底质环境开始出现富

营养化的原因之一[3]。由贝类介导的生物沉降虽然有

利于有机物在底质中沉积 [4], 但高密度悬浮性贝类

增养殖滩涂区域水体交换受到限制, 贝类所排出的

粪便增加了底质中溶氧的大量消耗, 在微生物的作

用下, 会加速硫的还原、增强反硝化、刺激硝酸盐还

原为氨, 这一系列的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显著影响, 

进而导致其他底栖生物数量和种类减少, 同时使整

个养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5-6]。         

目前, 滩涂沉积物富营养化已逐渐引起国际社

会的广泛重视, 国内外学者对沉积物富营养化生境

修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研究, 作者就相关研究进

行了综述并概述了滩涂富营养化的现状及原因, 总

结了海岸带滩涂修复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1  滩涂的富营养化现状及原因 

2013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7]显示, 海水

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导致了近岸局部海

域的富营养化。2013 年夏季, 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

域面积约 6.5×105 km2, 其中重度、中度和轻度富营

养化海域面积分别为 18 000、16 810和 29 980 km2, 

重度富营养化海域主要集中在辽东湾、长江口、杭

州湾、珠江口的近岸区域。“十一五”以来, 沿海主要

入海氮磷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均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

随着沿海开发战略的逐步落实, 呈现较为明显的上

升态势。以江苏为例, “十五”末, 入海河流总氮(TN)

排放量约为 2.01×105 t, 至“十一五”末已增至 7.69×

105 t, 同比增长约 284%[8]。 

由于近岸水体中较高含量营养盐的刺激, 浮游

植物生产力和生产量增加, 水体中溶氧大量被消耗, 

厌氧细菌迅速繁殖, 引起底层海水出现无氧和缺氧

状态 , 逐步演变成永久无氧区 , 生物多样性出现大

幅度下降, 导致滩涂底质生境退化[9-12]。据 2013 年

《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7]显示, 近岸典型海洋生

态系统如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

和海草床等分别处于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的

海洋生态系统约占 23%、67%和 10%; 另外, 公报中

还指出, 苏北浅滩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呈亚健康状态,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苏北浅滩湿地滩涂围垦, 现有滩

涂植被面积较上年减少近一半, 浮游植物密度和浮

游动物生物量高于正常范围, 进而导致了滩涂生态

系统退化的现象。 

导致滩涂底质生境退化的因素较为复杂, 但从

本质上分析, 主要由于滩涂底质系统物质和能量输

入与输出不平衡所造成, 与其自净能力弱、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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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易形成物质(氮、磷及衍生的有毒有害物质)积累

关系最为密切。 

2  富营养化生物修复研究进展 

2.1  生物修复  

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生物特别是微生物, 将存在

于土壤、地下水和海洋等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的污

染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 或转化为无害物质 , 从

而使污染生物环境修复为正常生态环境的工程技术

体系。生物修复的类型主要分为原位、易位及原位-

易位联合 3 种生物修复。在已报道的研究中主要以

原位修复为主, 包括生物翻耕法、植物修复法、微生

物修复、生物扰动法等。如红树林湿地营造技术、

滨海湿地污染物消减技术、大型海藻水质净化技术、

海水生态浮床技术、利用贝类或多毛类修复滩涂和

浅海环境的技术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海洋生物修复

技术。 

2.2  生物修复的研究进展 

2.2.1  植物修复 

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植物去除污染物的技术被称

为植物修复, 主要通过 3 种机制去除环境中的有机

污染物, 即直接吸收、刺激植物根区微生物活性及增

强根区的矿化作用。 

2.2.1.1  大型海藻修复 

大型海藻因特殊的生理功能在研究高效去除

氮、磷等污染物的富营养化防治技术中受到极大地

推广[13-14]。大量海藻作为水体营养盐的过滤器, 优先

利用水体中的 PO4
3–, NH4

+和 NO3
–等无机盐离子, 并

吸收 CO2, 产生 O2, 对平衡水体生态环境具有积极

的影响。大型藻的营养贮存机制与浮游植物相比 , 

更适合在营养盐波动的水体环境中生长[15]。人工栽

培海藻易形成规模, 快速生长的同时能从周围环境

水体中大量吸收氮、磷及铅、镉、锌等重金属, 释放

出氧气, 调节水体 pH值, 并在水生生态系统的碳循环

中发挥重要作用[16-17]。据研究报道, 江蓠(Gracilaria)、

紫菜 (Porphyra)、海带 (Laminaria japonica)及浒苔

(Enteromorpha)等大型海藻都具有较强的营养盐吸

收能力, 每千克江蓠、紫菜、海带及浒苔可利用氮盐

的能力分别为 50~60 g、50~60 g、30~40 g及 45 g[18-21]。 

采用大型藻类处理封闭海水养殖系统的废水始

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 由于该方法可以有效减少环

境对溶解态营养物质的负荷量, 因此 20世纪 90年代

欧盟率先启动了有关富营养化和大型海藻的 EUMAC

研究计划, 对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欧洲沿岸海的海藻

在海区富营养化过程中的响应和作用进行了研究与

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逐渐发展和完善了鱼、虾、贝类

和大型海藻等多种生物混养的综合养殖模式。在过

去几十年里, 中国一直具有大面积的经济海藻栽培, 

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达到了平衡生态系统的作

用[22]。近年来, 进行了利用栽培海藻防治富营养化及

赤潮暴发机制的研究。He等[19]对紫菜养殖期间水体

中的氨氮、亚硝态氮及硝态氮的平均浓度进行了监

测 , 结果表明 , 紫菜的生长吸收作用可以使栽培区

的水质中的无机氮大幅度地降低, 从而使水质由从

劣Ⅳ类改善至Ⅰ-Ⅱ类。Huo等[23]开展了红藻对网箱

养殖海区的生态修复及生态养殖匹配模式的研究 , 

基于这个模式条件下, 养殖海区的营养盐指标具有

大幅度地下降。龙须菜(Gracilaria lemaneiformis)也

具有同样的水体净化作用 , 其大规模的栽培会对

浅海贝类养殖区的底质环境有所改善 , 并有一定

的生态调控作用 [24]。大型海藻除了直接吸收营养

作用外 , 其大规模生长会阻碍光线的传输并间接减

弱浅海区底层小型藻类的光合反应, 增加藻类沉积

并因此而造成沉积物中溶解氧消耗量的增加, 有利

于反硝化作用的进行 , 从而降低了沉积物中的无

机氮含量 [25]。  

2.2.1.2  陆生植物修复 

因滩涂环境具有高盐和浸没的特性, 在此环境

特征中可生存的植物种类较少, 因此较少陆生植物

可供修复应用。目前在滩涂岸基处能较好生存的植

物有大米草 (Spartina anglica)、互花米草 (Spartina 

alterniflora)、海滨锦葵(Kostelezkya virginias)及海蓬

子(Salicornia bigelovii )等。 

大米草是盐沼湿地先锋物种之一, 中国于 1963

年引入 , 由于其适应高盐的生理学特点 , 已成为中

国海岸带湿地植被的优势群落之一[26-28]。大米草区

除了具有改善土壤结构 , 增加土壤透气性 , 减弱土

壤厌氧呼吸的作用外 , 还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沙蚕

(Nereis succinea)的生物量[29-30]。大米草具有发达的

根系 , 可以适应较为复杂的生态环境 , 如土壤的盐

度变化、潮汐周期、及土壤中溶氧的剧烈变化等[31]。

大米草区除了具有较强的降解水体中有机物的能力

外, 还可以很大程度上分解和吸收大型植物的有机

碎屑, 从而平衡水体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32]。另外, 

Sousa 等[33]从应用大米草对河口生态修复的研究中



 

162 海洋科学  / 2016年  / 第 40卷  / 第 10期 

发现 , 大米草主要对氮的吸收能力较强 , 可以有效

地平衡滩涂底质中氮盐, 达到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的

目的。大米草和互花米草因具有很强的生长优势且

难以被清除的特点 , 被归类为入侵物种 , 因此应用

到生态修复的研究领域备受广大学者争议。作者认

为在滩涂环境较少植物生存的特殊环境条件下, 合

理地应用大米草和互花米草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具有

利大弊小的作用。例如, 美国学者采用“梯田湿地”

技术种植互花米草及其他湿地植被, 对海岸浅海区

域建造缓坡状湿地加以保护, 从而达到修复海岸带

生态环境之目的[34]。 

海蓬子具有耐盐碱胁迫的生理学特点, 海滨锦

葵自然分布于美国含盐沼泽, 1992被引入中国, 在江

苏海堤滩涂区多年栽种试验表明, 该植物能较好地

适应江苏滩涂沉积物环境, 具有优良的耐盐碱能力, 

已被广泛地做为蔬菜、药材等开发利用[35-36]。海蓬

子可以适应较大盐度范围的土壤环境, 细胞内的各

种反应产生超氧自由基、过氧化氢和单线态氧等, 保

护细胞膜、抵抗盐分胁迫造成的氧化逆境[37-38]。即

使在不同盐度条件下, 海蓬子也可以适应出新的耐

盐机制[39]。海蓬子也作为生物过滤器应用到海水养

殖废水的营养盐去除研究中, 且这种养殖与种植相

结合的生态模式也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40-41]。海滨

锦葵是一种全海水浇灌植物, 能有效地利用养殖废

水及海水中的营养盐, 起到净化海水、改善和恢复滩

涂沉积物的生态环境[39, 42]。上述海蓬子及海滨锦葵

虽具有较好的耐盐及吸收营养盐的能力, 但对潮汐

淹没生态适应性较弱, 将其应用于滩涂修复仍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 

2.2.2  生物扰动修复 

2.2.2.1  生物扰动 

生物扰动一般是指底栖动物由于摄食、建管、

筑穴、避敌、爬行、排泄和迁移等行为造成沉积环

境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营养盐在沉积物—水界面之

间的迁移和转化, 同时也影响有机物的分解和矿化

颗粒态和溶解态物质迁移变化的过程, 是滩涂环境

一个重要的生态过程[43]。 

2.2.2.2  生物扰动研究进展 

大量研究表明, 近岸滩涂沉积物对介导地球生

化循环和能量流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4]。而生存

于沉积物环境中的底层大型动物对于沉积物的结

构、底层-水界面的能量、微生物群落结构具有十分

重要的影响, 由此可见生物扰动作用对近岸滩涂底

质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贡献作用[45]。 

滩涂环境中典型的生物扰动中介主要有双壳

类、环节动物蠕虫类(多毛类、寡毛类)、腹足类、小

型甲壳类等底栖动物。大型底栖动物是是底栖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 其通过扰动和灌溉作用除了改变了

沉积物的物理化学性质, 同时还促进了硝化和反硝

化作用[46]。 

研究表明, 底栖动物对沉积物的影响主要分为 3

个方面: (1)底栖动物的扰动可以改变沉积物的结构, 

使沉积物密度降低, 增加沉积物间隙水的营养盐通

量[47-48], 而且在生物扰动的过程中, 将大量高溶氧的

上层水泵入底层, 增加了底质环境的含氧量, 提高了

氧化还原电位, 促进了氮、磷、硫的物质循环[49-51]。

Shull 等[51]研究认为, 双壳类软体动物能够提高沉积

物的有氧呼吸 , 多毛类环节动物则恰好相反 , 它可

以大大促进氧气的吸收, 但不能显著提高沉积物中

的有氧呼吸作用。另外, 掘穴动物的活动还能够增加

沉积物与上覆水体接触的区域, 携带营养物质、氧气

及某些微生物进入沉积物深层, 并可以在沉积物深

层到表层间互相转移物质[52]; (2)生物扰动可以显著

地改变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 尤其促进了氮

循环功能细菌的群落结构和丰度, 从而显著提高沉

积物中的硝化速率和反硝化速率[50, 53-54]。多毛类环

节动物扰动提高了上覆水体和沉积物的反硝化作用, 

其中约 79%的反硝化作用由多毛类环节动物扰动造

成, 这一作用比双壳类软体动物活动的微环境中要

高出 2 倍, 推论认为多毛类环节动物通过反硝化作

用转移硝态氮, 而双壳类软体动物则主要促进了硝

化作用过程[49]。端足类甲壳动物对洞穴壁的硝化作

用比表面沉积物高 3 倍, 这是由于含有大量硝化细

菌的内壁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化学特征所致, 因此

底栖动物对有机物质沉降和沉积物中氮的转移过程

均具有重要影响[55]; (3)在底栖动物肠道、鳃、体表(壳)

等部位 , 共存着复杂的微生物群落 , 且微生物群落

在生物扰动的作用下, 获得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碳源、

氮源、好氧微环境及厌氧微环境, 由此产生营养盐的

利用和消耗[56-57]。 

目前, 双壳贝类、多毛类及甲壳类等底栖动物被

应用到生态环境的修复, 在已报道的研究中利用沙

蚕对沉积物的修复及其效果评价的方法较多[58-60]。

牛俊翔等[61]通过投入一定密度的沙蚕对滩涂贝类养

殖区底质中的硫化物进行修复 , 实验结果表明 , 沙

蚕的扰动作用除显著提高沉积物中的氧化还原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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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还增加了硫化物在底质与水体间的通量 , 从而

使滩涂底质中的硫化物显著降低。陈慧彬等[62]采用

原位和异位修复生物的投放 (毛蚶 (Scapharca sub-

crenata)、青蛤(Cyclina sinensis)、沙蚕等底栖动物)

对渤海典型海岸带滩涂沉积物进行民生物修复, 发

现沙蚕摄食活动可促进底质形成微食物链, 提高底

质生物多样性和系统稳定性, 且通过对底质粒度的

分析, 表明沙蚕的活动能有效地消耗底质中腐殖质, 

减少底质中的有机物微粒。 

2.2.3  微生物修复  

2.2.3.1  微生物修复 

微生物修复主要通过微生物的作用清除土壤中

的污染物, 包括自然和人为控制条件下的污染物降

解或无害化处理。主要采用生物刺激和生物强化两

种手段来加速或加强微生物的修复过程。在生物地

球化学物质循环当中, 微生物是碳、氮、硫、磷等元

素循环的关键促进者, 其中氮素循环功能细菌涉及

生物固氮、氨化、脱氨、硝化、反硝化等 8个环节, 其

作用机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63]。 

2.2.3.2  生物强化的研究进展 

生物强化是向污染环境中间断地投入外源微生

物、酶或培养基质等, 使外源作用微生物在污染环境

中生存并降解污染物的过程。微生态制剂主要由光

合细菌、乳酸菌、酵母菌等多种微生物组成, 在对富

营养化水体的修复应用中可以有效地降低水体中的

氮、磷含量。目前, 针对沉积物环境修复主要集中在

对氮循环功能细菌的研究, 利用硝化-反硝化过程去

除沉积物环境中富集的氮盐, 对氮素循环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64-65], 尤其反硝化作用在减轻海岸带

地区的氮负荷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65]。利用微

生物的反硝化作用去除地下水中过量的硝酸盐已有

广泛的研究报道 [66-67], 但针对沉积物或土壤中的硝

酸盐的去除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报道仅限于菌株

的分离或小规模地测试。刘咏等[68]从巢湖湿地土壤

中分离筛选得到高效的异养反硝化细菌, 结合蒲苇

秸秆一同施用于硝酸盐污染的土壤, 其硝酸盐降解

能力达到 90%。全为民等[69]从长江沉积物中筛选分

离出一株海洋反硝化细菌, 模拟了该细菌对硝酸盐

氮的去除效率, 室内实验证实细菌具有较强的反硝

化作用, 能在一周内将 90%的硝酸盐氮去除。 

2.2.3.3  生物刺激的研究进展 

生物刺激是指利用土著微生物, 提供其生长所

需要的条件, 诸如电子受体、载体以及营养物等, 使

土著微生物降解污染物的过程。 

近年来, 生物炭在土壤改良的研究中成为研究

热点。生物炭主要是由植物在完全或部分缺氧的条

件下经低温热解炭化产生的一类难溶性固态物质。

生物炭可以改变土壤的理化形态(土壤的酸碱度、有

机碳含量、阳离子交换量等)[70-71], 也可以改变沉积

物中的营养物质循环, 如温室气体 N2O、CO2及 CH4

等[72-73]。研究还发现, 生物炭的施用可以影响细菌的

丰度及其群落结构[74-76]。Berglund等[77]研究认为, 生

物炭可以吸附土壤环境中的一些不利于微生物硝化

作用的物质如多酚或单菇类物质, 因此生物炭的添

加可以促进土壤中细菌的硝化作用。Song等[78]对滩

涂积物添加生物炭后的氨氧化细菌(AOB)和氨氧化

古菌(AOA)进行了研究 , 发现生物炭可以刺激沉积

物细菌的氨氧化速率, 并发现在此过程中 AOB 在细

菌群落中占优势 , 但与硝化速率成正相关的却为

AOA。目前, 诸多研究均表明, 生物炭输入可以显著

影响土壤中氨氧化菌的丰度和活性, 但对氨氧化作

用的影响仍存在广泛争议。这主要是由于 AOA 和

AOB 对环境应力和环境变化非常敏感, 各类环境因

子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丰度和活性[79]。另外, 研究者们

开始尝试施用贝壳砂或生物炭对生境退化的沉积物

进行改善 , 研究发现施用贝壳砂后 , 其理化性质和

氮循环过程发生了极显著的变化, 微生物群落也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 其反硝化细菌的多样性有了进一

步的提高[80]。 

2.2.4  生物翻耕修复 

2.2.4.1  生物翻耕 

生物翻耕法是通过对污染土壤进行翻耕, 提高

土壤的通透性 , 创造污染物被氧化的条件 , 从而达

到降低污染物含量的目的。 

2.2.4.2  生物翻耕的研究进展 

土壤是微生物群落的载体, 具有功能齐全的微

生物群落 , 对污染的沉积物进行翻耕 , 使水层与沉

积积营养物质交换增加 , 提高沉积物的通气性 , 调

整污染沉积物的酸碱度, 并改善微生物的微环境[81]。

陈聚法等[82]采用翻耕和翻耕并筑池的生物修复方式

对乳山湾西流区的富营养化滩涂进行了修复, 结果

表明生物翻耕修复区沉积物环境中的各项理化指标

都有所改善, 且修复区中的缢蛏(Sinonovacula con-

stricta)生物量明显高于对照区。同样, 马绍赛等 [83]

采用了压沙和翻耕的物理方式对乳山湾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养殖老化滩涂进行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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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不同的压沙厚度和翻耕深度的修复效果, 得

出翻耕 40 cm并结合压沙 3 cm的效果最好。生物翻

耕技术可操作性强、见效性的特点, 但底栖生物及微

生物群落在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被大幅度地改变, 

该方法的使用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3  研究展望 

生境修复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海水养殖业健康

发展 , 使近岸水域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 但有关滩

涂富营养化的生境修复研究国内外才刚刚起步, 其

滩涂生态环境营养盐污染动力学模型及各类生境修

复技术的研究还处理探索阶段, 还需要对以下问题

进行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1  滩涂养殖模式的研究 

由于氮磷的陆源输入及近岸养殖滩涂的生物沉

积作用 , 使滩涂底质环境恶化 , 导致底栖生物群落

和浮游生物群落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 [84], 影响了滩

涂养殖的健康发展 , 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 , 

对富营养化的滩涂环境实施生境修复迫在眉睫。部

分滩涂地区的悬浮性贝类养殖品种单一, 养殖密度

过大, 生物沉积强度较高, 结构不合理, 个体间的空

间生态位竞争激烈 , 进而导致病害相互传染 , 养殖

对象容易产生暴发性死亡, 死亡贝类组织的腐败进

一步对滩涂底质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85-86]。底栖

贝类可以提高底质-水界面的物质通量、促进营养盐

的循环和能量流动(之上已讨论), 由此, 对贝类的养

殖模式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可以有效地改善近岸滩

涂的富营养化现状。 

3.2  滩涂养殖环境容量的研究 

针对贝类养殖模式的合理利用问题, 贝类养殖

容量这一概念首次被日本学者提出。它主要是应用海

水中初级生产力对贝类养殖的容量进行研究, 目前建

立了海湾扇贝的养殖容量模型、贻贝养殖容量模型, 

对贝类的养殖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87-88]。但以

上模型主要针对挂养式贝类, 模型中重要的因素主

要为水体初级生产力、贝类的摄食、同化、吸收的

参数, 而对于滩涂底栖贝类与底质环境的相互作用

还未进行建模分析, 因此并不适用于滩涂底栖贝类

的养殖容量研究。尽管滩涂底质的环境参数较为复

杂且变化敏感, 但滩涂贝类养殖容量模型的建立与

分析将成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利用的重要研究

手段。 

3.3  生物修复技术的合理搭配 

在上述生物修复技术中, 沉积物中的营养盐在

物理翻耕后随着潮汐的作用返回至水体中, 该技术

对于底质修复的效果最为直接、快速, 但营养盐仅仅

从底质中转移至水体中, 无法直接有效地将营养盐

从海洋环境中移除, 因此这种修复技术具有片面性。

大型海藻虽不能直接从沉积物中吸收营养盐, 但可

以高效地吸收物理翻耕后转移至水体中的营养盐 , 

同时大型藻类能固碳、产生氧气, 调节水体中的 pH

值, 从而对物理翻耕进行有效地互补。另外, 物理翻

耕技术对底质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活性功能造

成了较大的影响, 通过补充高效的选择性反硝化细

菌对底质中的微生物进行定向引导和强化, 从而恢

复和强化底质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同时 , 

多毛类的生物扰动作用会增强底质中的硝化和反

硝化作用。因此, 各类生境修复技术的合理搭配会

更好地达到其修复效果, 实现对滩涂生态环境的修

复和调控。 

3.4  微生物修复的深入研究 

微生物在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挥着重要

功能, 其中氮循环功能细菌介导的氮循环可影响全

球的变化, 并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响应[28, 89]。上述各类

生境修复技术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底质中氮循环功能

细菌的群落结构与丰度, 调整了微生物群落的结构, 

从而达到生境恢复的目的。贝类砂、生物炭、大米

草、大型底栖动物的扰动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对微生

物群落结构进行影响, 增强底质中的硝化和反硝化

速率, 从而达到生物修复的作用。由此, 在结合环境

理化指标的基础上, 通过对修复过程中的各类氮循

环功能基因的分子标记研究微生物的多样性, 从微

生态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估生境修复效果。在过去的

10 年间, 非培养的微生物分子生物学技术得到了长

足的进步, 它允许我们在群落的水平上分析细菌。目

前, 以 PCR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如 16s rDNA、

PCR-DGGE、RFLP、高通量测序等分析功能微生物

群落已经成功应用于海洋沉积物[90-96]。以上研究方

法可以为研究和评价海洋沉积物环境变化机制提供

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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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process of eutrophication in sea water, the sediments in the intertidal flats have 

been eutrophicated.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tidal flats and various important physical and chemical parameters such 

as dissolved oxygen capacity have declined significantly. Meanwhile, levels of ammonia nitrogen and nitrate nitro-

gen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resulting in habitat degradation in the tidal flats. Several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bioremediation to resto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intertidal fla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eutrophication in the tidal flats; reviews the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various bioremediation methods; and compare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se restoration techniques. The key 

points of application of bioremediation for eutrophicated intertidal flats are also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bioremediation in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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